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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过剩产能治理吗？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杜威剑

摘　要：本文以 “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企业为切入点，基于环境规制政策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匹配

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模型、受限因变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研

究发现：环境规制不仅提高了 “僵尸企业”的市场退出概率，还提升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终实现了过剩

产能的治理。核心指标替代与控制内生性的稳健回归均支持了上述结论。研究还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

强度与不同地区企业存在差异化影响。对于污染密集型企业而言，环境规制能够同时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

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而对于清洁型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对于 “僵尸企业”退出的影响则不再显著。此外，

环境规制对于中西部地区 “僵尸企业”的市场退出和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影响程度与显著性均明显高于东

部地区。影响机制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过剩产能治理同时存在 “遵循成本效应”与 “创新补偿效

应”。对于 “僵尸企业”市场退出而言，环境规制的 “创新补偿效应”占主导；而对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而

言，环境规制的 “遵循成本效应”占主导。本文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

影响，扩展了环境规制理论与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的微观化视角，深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过剩产能治

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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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２０１５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去产能”列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五项任务之首，２０１７年底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十三五”期间要 “坚持去产能，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
需动态平衡”，再次凸显了产能过剩治理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前景的重要性。生态环境作为公共
资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其容易被过度消耗，而企业未将环境成本计入生产成本之内，是导
致生产规模盲目扩张与产能过剩现象的重要原因。为治理过剩产能，积极推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
革，纠正环境要素价格，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范畴显得十分必要。

２０１８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淘汰落后产能，并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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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以实现化解过剩产能的战略目标。现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产能过剩
的特征是 “周期性产能过剩”和 “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并存［１］，主要表现为 “僵尸企业”僵而不
死［２］和落后产能淘而不汰［３］，因此如何有效处置 “僵尸企业”与淘汰落后产能成为过剩产能治理工
作的重点［４］。作为本轮产能过剩治理的重要方面，“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企业存在显著差异［５］［６］。
“僵尸企业”依靠政府补贴与优惠政策维系，表现为债务负担沉重、资源浪费［７］；落后产能企业，
其突出特征则为效率不高、竞争力缺乏［８］，地方政府出于利益驱动会默许落后产能的存在［９］。
产能过剩将引发市场恶性竞争、经济效益低下、银行不良资产等问题，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究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一是从宏观总体上
探讨产能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要素价格［１０］、汇率波动［１１］以及外部需求［１２］。二是从行业层面分析
产能的影响因素。董敏杰等将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市场化程度、行业资本密集度和国有企
业比重等方面［１３］。三是从微观层面探究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张龙鹏等［１４］、李雪松等［１５］分别考察了
政企关系和企业对外投资对产能效率的影响。
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产能治理问题的研究趋向细致化，政府环境治理与化解产能过剩逐渐成为

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韩国高［１６］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从技术创新视角对 “环保硬约束”
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给出解释。成琼文等［１７］利用１４个主要生产电解铝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环
境规制对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对产能过剩具有抑制效应。杜威剑［１８］、刘建
勇等［１９］分别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结
论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能够缓解产能过剩。
既有文献为理解过剩产能的动态演化、环境规制与产能治理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然

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研究内容的系统化有待完善。环境约束视角下产能过剩
问题的研究文献数量有限且多为间接提及，鲜有文献对环境规制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做出直接研究，
尤其缺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对环境保护与产能治理进行理论与实证的系统研究。第二，研究
视角的微观化有待补充。国内现有文献主要从行业层面考察环境规制对产能治理的综合效应，鲜少
涉及环境约束视角下过剩产能问题的微观化研究。第三，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有待加强。环境规制与
产能过剩的研究未考虑过剩产能的主体异质性，微观计量研究缺失，限制了实证模型的应用性。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有：第一，从环境规制视角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

制，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利用市场化手段加快去产能进程的思想。以环境规制作为产能治
理的重要方式，不仅可以化解当前过剩产能，还能够防止其他行业在增长和投资驱动下演变为新的产
能过剩行业，为有效处置过剩产能提供政策思路。第二，从 “僵尸企业”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动态演
化过程研究环境规制对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问题，提供了环境保护与产能治理关系研究的视角。企业
既是环境规制的直接对象，也是产能过剩形成与治理的主体，因此将环境政策对产能治理的影响分解
至微观企业层面，使研究结论更直观，政策启示更明确。第三，构建企业产能过剩指标，应用微观计
量分析环境规制趋紧下过剩产能的治理问题，扩展了环境与产能研究的方法。指标构建通过改进的

ＦＮ方法与综合指数法，测度过剩产能的微观化特征与环境规制变量，提高核心变量的精确性；实证
研究采用生存分析模型、受限因变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二、事实与假说

（一）中国 “僵尸企业”的识别与动态演化特征分析
参照现有研究［２０］［２１］，结合中国的现实特征，本文以ＦＮ方法［２２］为基础，从企业实际利润中同

时扣除信贷补贴和政府补贴，若企业利润为负，则说明该企业依靠各种补贴生存，将该企业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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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企业”。计算公式如 （１）式所示。

∑
Ｔ

ｔ＝１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ｇｓｉｔ－ｃｓｉｔ）＜０ （１）

其中，ｉ为企业，ｔ为年份，Ｔ为样本内总期数。ｐｒｏｆｉｔ和ｇｓ分别为企业利润和政府补贴，均
直接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ｃｓ为信贷补贴，与ＦＮ方法一致，通过实际利息支出与最低应付
利息的差值计算得到。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僵尸企业”的占比

基于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中 “僵尸企业”的判别，首先汇报我国
“僵尸企业”占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如图１
所示）。样本初期，“僵尸企业”数量占比为

３７％左右， “僵尸企业”工人规模占比达

４２％，“僵尸企业”产值占比仅占到２８％左
右。“僵尸企业”的产值占比远低于数量占比
和工人规模占比，表明样本初期 “僵尸企业”
具有低产值、高比例、高规模的特征。到

２００７年，“僵尸企业”数量占比下降到２５％，
而以工人规模占比和产值占比衡量则分别为２３％和１８％，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开放程度
的提高，“僵尸企业”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考虑到企业所有制和区位特征差异，接下来图２分别描述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不同所有制企

业和不同地区中 “僵尸企业”数量占比的动态演化趋势。可以看出以下特征事实：第一，区分企业
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中 “僵尸企业”占比最大，外资企业次之，私营企业最低，且各类所有制企
业中 “僵尸企业”总体均呈现下降趋势。第二，考虑区位特征，其中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工业企业
中 “僵尸企业”占比最高，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华东地区 “僵尸企业”占比最低。

图２　不同所有制企业与不同地区 “僵尸企业”占比

（二）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与分布特征分析
本文参照杜威剑［１８］、余淼杰等［２３］的研究，依据改进的生产函数法，测算得到企业层面的产能

利用率。首先，从产能利用率的定义出发，基于资本折旧率与产能利用率正相关关系假设，参照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２４］所采用的指数函数形式，构建产能利用率计算公式。具体形式如下：

ｈｉｔ ＝ｇ（δｉｔ）＝ １
η
ｌｎ（δｉｔ珔δ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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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ｈｉｔ为产能利用率，η为正向系数，δｉｔ为折旧率，珔δ为折旧率的上限，该函数形式求解得
到的产能利用率范围在 ［０，１］之间。在 （２）式基础上，采用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等［２５］的两步估计法，第
一步基于非参数方法进行多项式估计，第二步结合矩估计条件与第一步估计结果，计算各项参数，
并代入 （２）式得到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
为了分析产能过剩问题，接下来将利用估计得到的产能利用率，分析样本区间内我国产能利用

率的分布特征。从总体趋势而言，产能利用率平均值维持在６４％到６９％之间，且呈现逐年下降趋
势。如图３所示，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后发现，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高，私营企业次之，而外
资企业最低。这一结论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２６］、钟春平等［２７］的研究一致，认为国有垄断企业的
产能利用率最高，高度竞争的外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低，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很
高，以至于超过民营企业。
从地区层面而言，样本初期产能利用率最高的地区为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产能利用率最低的

地区为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区产能利用率基本呈现下降趋势。样本区间
末，产能利用率最低的地区为华南地区。通过初步统计可知，产能利用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未
显示出高度一致性，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产能利用率反而较低，并且企业产能利用率存在明显的
地区差异性，因此在分析产能问题时，需要考虑区位因素。

图３　所有制特征与区位特征差异下企业产能利用率状况

（三）环境规制影响 “僵尸企业”退出与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机理分析①

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结构难以完全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重数量轻质量低收入阶段的供给与追
求品质、环保的中等收入阶段的需求不匹配，造成大量 “僵尸企业”和企业落后产能的存在，使得
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的现象并存［２］［３］［４］。因此，“僵尸企业”的处置和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构成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 “去产能”的重要方面。

由于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和环境产权的不明晰，很难完全依靠市场解决环境问题。面对 “市场
失灵”的困境，必须依靠政府环境规制的力量［１６］。如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就相当于政府对于企
业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环境硬约束，即企业排放污染的价格提高了，企业为了达到更高的环境标准，

就会增加治污与减排成本［２８］，而为了应对增加的成本，企业将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以达到利润
最大化的目标。梳理现有文献，环境规制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与提升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主要
包括 “遵循成本效应”和 “创新补偿效应”。

１．环境规制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与提升产能利用率的 “遵循成本效应”。当不存在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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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必考虑污染排放成本，利润虚高的假象引致企业增加投资、扩大规
模，因此，过剩产能不断积累［１８］。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建立了能真正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
度的价格体系，企业使用环境资源、排放污染的价格上升，企业的治污与减排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一方面，一些低效率的 “僵尸企业”将会受到环境规制引致的成本上升的重创，一旦无法支付相应
的环境成本，环境规制将通过 “遵循成本效应”将这些 “僵尸企业”逐渐清除出市场。另一方面，
满足环境标准的高效率企业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使得行业内生产要素得到重新优化配置，同
时，在位企业考虑到高额的环境成本，也会对企业新的产能投资计划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进而提
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２．环境规制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与提升产能利用率的 “创新补偿效应”［１６］［１９］。对于部分低
效率的 “僵尸企业”而言，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不足，无法达到环境标准的高要求，难以实现绿
色转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将会逐渐失去竞争力，从而被消费者所抛弃；另一方面，研发资本
的投入还会挤占企业的其他资源，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最终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
同时，行业内具有先进生产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较好地达
到生产环境标准，并通过绿色转型满足消费者的环保偏好需求，从而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在环境
规制约束下，创新是增强市场势力和增加市场份额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一方面能够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生产要素与资

源的更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使得优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更好地实现符合环境标准的清洁化生产，
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本文的机理分析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环境规制的趋紧
加速了 “僵尸企业”的退出与提升了在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化解我国的产能
过剩问题。

三、实证分析框架：模型与数据

（一）基准模型设定
如上所述，针对本轮我国产能过剩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分别从 “僵尸企业”市场退出与在位

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视角，考察环境规制的 “产能治理效应”，基准模型如下：

Ｚｅｘｉｔｉｔ ＝α０＋α１ＥＲＩｉｔ＋α２Ｘｉｔ＋ηｉ＋ηｔ＋εｉｔ （３）

ｈｉｔ ＝α０＋α１ＥＲＩｉｔ＋α２Ｘｉｔ＋ηｉ＋ηｔ＋εｉｔ （４）
其中，ｉ表示企业，ｔ表示年份。Ｚｅｘｉｔｉｔ代表 “僵尸企业”的退出，具体界定方式参见 Ｎａｍｉｎｉ

等［２９］的方法，将 “僵尸企业”在ｔ期存在但在ｔ＋１期从样本中消失记为退出市场①。ｈｉｔ代表产能利
用率，数值介于０与１之间。ＥＲＩｉｔ为环境规制指标，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指标参照
李梦洁等［３０］的研究，通过综合指数法构建。鉴于现实情况与数据的可得性，分别选取固体废物利
用率、污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粉尘去除率和烟尘去除率等５个指标进行测度。指标的
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５个子项并通过标准化将其转换成０－１值；其次，通过行业污染物
排放量与行业产值占工业行业总排放与总产值的比重，计算得到各行业不同指标的权重；最后，通
过各指标的标准化值与权重，计算相关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

Ｘｉｔ表示控制变量。根据既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控制变量主要包括：（１）企业规模，采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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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受到样本可获得性的限制，当“僵尸企业”退出工业企业样本时，可能由于经营状况的恶化或销售额
低于５００万元的水平，与之前经营状况相比，本文认为该企业经营已经十分困难，退出市场的风险已经很高，因此采用目前
通用方式，以企业退出样本时期近似作为企业退出市场时期。



业雇佣工人数量的对数值进行衡量。（２）融资约束，采用财务费用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３）企业
经营年限，通过计算企业当年年份与成立年份的差值得到。（４）企业所有制，参照刘斌等［３１］的研
究，分别以国有资本、外商资本占比是否超过５０％和２５％作为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界定的标准。

（二）数据说明
本文环境规制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 《中国环境年鉴》。根据两分位行业代码和年份进行行业数

据与企业数据的匹配，匹配标准为一对多，即一个行业与多个企业进行匹配。研究中所采用的企业
层面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通过汇总
样本企业提交的季度报表和年度报表得到，主要包含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 （主营业务收
入销售额在５００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该数据库是我国目前可得企业样本最大的微观数据
库，统计了企业的基本情况与财务数据。本文关于 “僵尸企业”的识别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
均基于上述基础指标。结合Ｙｕ［３２］的研究并参照一般会计准则，剔除企业数据中存在统计问题的样
本。经过上述处理后，样本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 Ｍｉｎ　 Ｍａｘ

“僵尸企业”退出 ０．５２１　３　 ０．４９９　５　 ０　 １
产能利用率 ０．６６９　０　 ０．２１７　８　 ０　 ０．９７７　６
环境规制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０３　５
企业规模 ５．０４４　８　 １．１５７　１　 １．９４５　９　 １２．１４５　０
融资约束 ０．０１２　８　 ０．０３０　９　 ０　 ０．９５９　３
企业经营年限 ９．４６４　５　 １０．８３３　６　 １　 ２０８
国有企业 ０．１２８　４　 ０．３３４　５　 ０　 １
外资企业 ０．３０６　６　 ０．４６１　１　 ０　 １
私营企业 ０．５７８　２　 ０．４９３　８　 ０　 １

四、基准分析

（一）环境规制对过剩产能治理的基准分析———基于 “僵尸企业”市场退出的视角
考虑到 “僵尸企业”退出问题的特殊

图４　 “僵尸企业”存续期的生存曲线

性，具体分析中采用生存分析模型，以
规避样本期内 “僵尸企业”未退出而导
致的 “右删失”问题。“僵尸企业”停止
生产经营被称为风险事件的发生。生存
曲线如图４所示。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结果初步表
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存续期存在负向影
响，能够促进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为
了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与 “僵尸企业”
退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采用离散时间

Ｃｌｏｇｌｏｇ生存分析方法进行计量分析。

表２报告了环境规制对 “僵尸企业”存续时间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 “僵尸企业”

是否退出市场的虚拟变量。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模型 （２）和 （３）在基准回归模型 （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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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依次引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与企业所有制变量，观测环境政策变量的系数变化。此外，分析
中同时控制了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在模型 （１）－ （３）中，环境规制变量均在１％水平上
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增加了 “僵尸企业”市场退出概率。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趋紧，
部分资源在不同企业间进行重新配置，将导致 “僵尸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此外，由于 “僵尸企
业”缺乏自主创新与市场竞争力，使得其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当达到一定临界值时，“僵尸企
业”最终退出市场。考虑到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环境规制的效果可能在一定时期后
才能显现，并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所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预期同样可能增加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因
此，接下来进一步将环境规制变量滞后一期，模型 （４）考察了环境规制时滞效应对 “僵尸企业”退
出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滞后效应的确存在，但在系数显著性和数值方面均未发生实质
性变化。因此，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环境规制指标采用当期值进行衡量。

表２　 “僵尸企业”生存分析估计结果

（１）
“僵尸企业”退出

（２）
“僵尸企业”退出

（３）
“僵尸企业”退出

（４）
“僵尸企业”退出

环境规制 ０．０６６　５＊＊＊ ０．０５４　９＊＊＊ ０．０４４　６＊＊＊ ０．０３０　８＊＊＊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３　２）

企业规模 －０．３５４　５＊＊＊ －０．３３４　７＊＊＊ －０．１３３　２＊＊＊

（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５　４）

融资约束 ０．０３１　７＊＊＊ ０．０２４　９＊＊＊ ０．１４５　２＊＊＊

（０．００９　５） （０．００９　３） （０．０３１　０）

企业经营年限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３　３＊＊＊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５）

国有企业 －０．０６０　４＊＊＊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７　５）

外资企业 ０．０７５　６＊＊＊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１１　１） （０．０１２　３）

常数项 ０．１９２　９＊＊＊ １．９０１　４＊＊＊ １．９７６　７＊＊＊ －０．０３２　８

（０．００７　７） （０．０２４　１） （０．０２４　２） （０．０２７　９）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３２８　４７３．９３ －３１３　８９２．９９ －１６１　７６６．２５ －２８３　０７２．１５

ｒｈｏ值 ０．３６０　５７＊＊＊ ０．３２４　４＊＊＊ ０．３１３　４＊＊＊ ０．３４２　８＊＊＊

（０．００３　７） （０．００３　８） （０．００３　７） （０．００３　７）

观测值 １９０　７１６　 １９０　３６７　 １９０　３６７　 ８６　６５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标准误，回归结果由ＳＴＡＴＡ
给出，下同；ｒｈｏ表示企业不可观测异质性的误差方差占总误差方差的比例。

其他控制变量对 “僵尸企业”退出的影响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企业规模显著抑制 “僵尸企业”
的退出，规模较大的 “僵尸企业”具有更丰富的资源，一旦停产将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因此即使处
于亏损状态，退出市场的可能仍较低。融资约束提高将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 “僵
尸企业”的死亡率。企业经营年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企业在建立初期死亡率较高，随着企业逐
步发展能够更好地适应内外部环境，因此退出市场的概率降低。此外，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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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好的存续能力，而外资企业则更易退出市场①。可能的经济学解释为：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
存在更加紧密的联系，多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扶持政策，因此具有更强的
市场存续能力；而外资企业多具有跨国公司背景，在盈利困难情况下，更易开拓或转移至其他市
场，因此，“僵尸企业”中的外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增加。

（二）环境规制对过剩产能治理的基准分析———基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视角
在基础回归分析中，我们将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解释变量，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回归分析中采用了个体与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以消除相关的系统性偏
差。模型 （１）仅对产能利用率与环境规制进行回归，回归系数为０．００１　９并且在１％水平显著，初步
验证了之前提出的假说，即环境规制政策能够通过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进而实现过剩产能治理。接下
来分别引入企业规模、融资约束、企业经营年限、企业所有制等控制变量，结果如模型 （２）和 （３）
所示，环境规制强度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规模较小企业的投资潮涌与
市场涌入，更易导致产能的重复建设，进而抑制企业产能效率。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企业设
备投资与技术革新，从而制约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企业经营年限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过往的经营管
理经验对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回归结果与之前特征性描述事实一
致，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高，私营企业次之，而外资企业最低。原因在于，部分国有垄断企业的
高产能利用率导致国有企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提高，以至于超过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表３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基准回归

（１）
产能利用率

（２）
产能利用率

（３）
产能利用率

（４）
产能利用率

（５）
产能利用率

环境规制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２）
企业规模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３）
融资约束 －０．０１５　８＊＊ －０．０１６　５＊＊＊ －０．０２２　２＊＊＊ －０．０２０　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０００）
企业经营年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国有企业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０　９）
外资企业 －０．０５３　４＊＊＊ －０．０５３　９＊＊＊ －０．０５３　８＊＊＊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８）
常数项 ０．７０２　３＊＊＊ ０．７１２　３＊＊＊ ０．７１５　７＊＊＊ ０．６９１　１＊＊＊ ０．７１４　９＊＊＊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１　８）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２１　８　 ０．０２２　１　 ０．０２３　２　 ０．０２５　８
观测值 ６４５　２５５　 ６４４　７４９　 ６４４　７４９　 ３２１　９１６　 ６４４　７４９

鉴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与实施存在的时滞性，环境规制对于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果可能在一定
时期后才能显现，因此接下来的回归中将环境规制强度进行一期滞后，结果如模型 （４）所示。实
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和符号与之前回归结果一致。此外，考虑到企业产能利用
率介于 ［０，１］区间的双截尾特征，模型 （５）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进行回归。环境规制变量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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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企业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三类。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仅引入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二元虚拟变量，以私营企业作为基准变量。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变量与外资企业变量系数
的大小与显著性，分析相比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变量与外资企业变量对“僵尸企业”退出与在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数为正且在１％水平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存在稳定的正向影响。

五、稳健性与异质性分析

（一）指标与方法的稳健性分析
选取企业层面排污费征收指标①作为环境规制替代指标，同时考虑到企业层面 “僵尸企业”退

出、产能利用率与环境规制强度之间可能具有内生性问题，因此分析中将环境规制指标滞后一期。
研究样本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被解释变量分别选取 “僵尸企业”退出与产能利
用率，回归结果如表３前两列所示。模型 （１）和模型 （２）中企业层面表征环境规制指标的系数均
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增加能够提高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并且有利于促进企业产能
利用率的提升。
尽管采用行业层面环境规制与企业层面产能过剩变量的匹配数据进行分析，但仍难以彻底避免

变量内生性所带来的有偏和不一致性。因此，本文参考傅京燕等［３３］、徐保昌等［３４］研究中的类似做
法，选取行业能源消费总量标准煤的滞后一期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②，数据来源于 《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模型 （３）和 （４）的结论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提高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概率并提升
企业产能利用率。
从表４的实证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４　基于环境规制微观指标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１）
“僵尸企业”退出

（２）
产能利用率

（３）
“僵尸企业”退出

（４）
产能利用率

环境规制 ０．１１３　１＊＊ １．２８６　５＊＊＊ ０．００７　９＊＊＊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１３　７） （０．４０６　５）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２）
企业规模 －０．１８０　０＊＊＊ ０．００３　２＊＊＊ －０．０５２　８＊＊＊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１６　５）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０　２）
融资约束 ０．６３７　４＊＊＊ －０．０４９　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４）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企业经营年限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０）
国有企业 －０．１９９　６＊＊＊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５７　４） （０．００３　５） （０．００２　９） （０．０００　９）
外资企业 ０．１９１　０＊＊＊ －０．０４８　５＊＊＊ ０．０６４　２＊＊＊ －０．０６０　７＊＊＊

（０．０３６　３）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０　６）
常数项 －０．６４６　９＊＊＊ ０．６４４　２＊＊＊ １．１５２　２＊＊＊ ０．６５５　３＊＊＊

（０．０８３　７）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１　４）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１４　７　 ０．２６７　７　 ０．０２４　７
ＬＭ统计量 ３．９ｅ＋０４　 １．４ｅ＋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 ９．２ｅ＋０４　 ３．４ｅ＋０５

［１６．３８］ ［１６．３８］
观测值 １６　３１８　 ６３　９７６　 １９０　３６７　 ６４４　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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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受到样本区间的限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仅在２００４年统计了企业的排污费。

各行业能源标准煤与环境规制密切相关。能源标准煤越高，资源消耗越大，该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将越高；此外，滞
后一期的历史变量并不会受到当期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因此，采用能源标准煤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是可行的。



与之前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见，采用不同环境规制指标与克服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显
示，虽然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有所差异，但所得到的基本结论与基准分析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验
证了基准分析结论的稳健性，即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达
到治理产能过剩的目标。

（二）基于污染程度与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污染密集度企业面对环境规制趋紧时，停止生产临界值与产能利用率变化程度可能

不同，为了验证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强度企业的差异化影响，以各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位数作为
依据［２８］，将样本企业分为污染密集型企业与清洁企业。依据企业不同类型，分样本检验环境规制
对 “僵尸企业”退出与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企业污染强度对环境规制与产能治理之间关系的影响

污染密集型 清洁型

（１）
“僵尸企业”退出

（２）
产能利用率

（３）
“僵尸企业”退出

（４）
产能利用率

环境规制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０　３）

企业规模 －０．３５４　７＊＊＊ ０．００１　３＊＊＊ －０．３１７　７＊＊＊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０　４）

融资约束 ０．０３４　９＊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１７　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０　７）

企业经营年限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０）

国有企业 －０．０１９　７　 ０．０１１　１＊＊＊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１２　５＊＊＊

（０．０１８　７）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１８　１） （０．００１　３）

外资企业 ０．７３８　４＊＊＊ －０．０５５　８＊＊＊ ０．４５５　７＊＊＊ －０．０４９　３＊＊＊

（０．０１７　８）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０１　１）

常数项 ２．１５９　７＊＊＊ ０．７００　３＊＊＊ １．８５６　８＊＊＊ ０．７１０　４＊＊＊

（０．０３６　７）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３３　４） （０．００２　６）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ｈｏ值 ０．２６４　１＊＊＊ ０．３５９　７＊＊＊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０５　６）

Ｒ２ ０．０２４　９　 ０．０２０　８
观测值 １０１　５００　 ３４４　０６６　 ８８　８６７　 ３００　６８３

从表５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型行业中 “僵尸企业”退出与企业
产能利用率存在异质性影响。模型 （１）和 （３）表明环境规制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 “僵尸企业”退
出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清洁型行业 “僵尸企业”退出的影响不再显著。此外，模型 （２）

和 （４）表明，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强度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均存在正向影响，且对污染密集型企业
和清洁型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对表５结论可能的经济学解释为，鉴于污染成本在污染密集型企业
与清洁企业的占比不同，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的压缩更大，因此，环境规制对于污
染密集行业内 “僵尸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而面对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时，污染密集型企业与清洁
型企业均倾向于通过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优化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绿色
高效发展，以提高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此外，鉴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特征，以及事实分析部分各地区产能发展状况的差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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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引入区位特征因素，探究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 “僵尸企业”退出与在位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
影响，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环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按照我国区域发展特征，将样本内企业分为东
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区位特征对环境规制与产能治理之间关系的影响①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１）
“僵尸企业”退出

（２）
产能利用率

（３）
“僵尸企业”退出

（４）
产能利用率

环境规制 ０．０２０　２＊＊＊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２８　４＊＊＊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０　４）

企业规模 －０．３２６　０＊＊＊ －０．０００　４ －０．４１５　５＊＊＊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１０　６） （０．０００　６）

融资约束 ０．０６８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１　３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６　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５） （０．０００　１）

企业经营年限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０）
国有企业 －０．０１６　１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４３　３＊ ０．０１２　７＊＊＊

（０．０１５　８）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０１　６）
外资企业 ０．５１１　６＊＊＊ －０．０４６　３＊＊＊ ０．５１７　５＊＊＊ －０．０３６　９＊＊＊

（０．０１１　７）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３８　９） （０．００２　３）
常数项 １．８１５　５＊＊＊ ０．７０７　８＊＊＊ ２．７７０　９＊＊＊ ０．７７２　２＊＊＊

（０．０２６　５）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６１　６） （０．００４　０）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ｈｏ值 ０．２７４　９＊＊＊ ０．４４１　８＊＊＊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０５　６）
Ｒ２ ０．０２２　９　 ０．０１０　６
观测值 １４７　３３５　 ５２２　６９５　 ４３　０３２　 １２２　０５４

表６模型 （１）和 （２）是我国东部地区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３）和 （４）是我国中西部
地区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僵尸企业”的市场退
出与在位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均存在正向影响，与总样本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分析发现，

环境规制对于中西部地区 “僵尸企业”的市场退出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影响程度与显著性均明
显高于东部地区。对此可能的经济学解释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主要依靠高
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大量承接了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转移产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
高，更有利于加速当地 “僵尸企业”的市场退出与提升在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六、影响机制分析

基准分析与稳健性研究认为，环境规制通过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并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
率，最终实现过剩产能治理的目标。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环境规制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过剩产能治
理？对此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环境规制与产能治理的内在关系。接下来通过引入生产成
本与技术创新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结合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现实数据，验证相关影响机制
的适用性。估计步骤分为三步：（１）将因变量 （“僵尸企业”退出和企业产能利用率）对基本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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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补充区位特征因素分析的建议。



量 （环境规制）进行回归；（２）将中介变量 （企业生产成本与行业技术创新）对基本自变量进行回
归；（３）将因变量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ｔ ＝α０＋α１ＥＲＩｉｔ＋α２Ｘｉｔ＋ηｉ＋ηｔ＋εｉｔ （５）

ｃｏｓｔｉｔ ＝β０＋β１ＥＲＩｉｔ＋β２Ｘｉｔ＋ηｉ＋ηｔ＋εｉｔ （６）

ｔｅｃｈｉｔ ＝δ０＋δ１ＥＲＩｉｔ＋δ２Ｘｉｔ＋ηｉ＋ηｔ＋εｉｔ （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ｔ ＝φ０＋φ１ＥＲＩｉｔ＋φ２ｃｏｓｔｉｔ＋φ３Ｘｉｔ＋ηｉ＋ηｔ＋εｉｔ （８）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ｔ ＝θ０＋θ１ＥＲＩｉｔ＋θ２ｔｅｃｈｉｔ＋θ３Ｘｉｔ＋ηｉ＋ηｔ＋εｉｔ （９）
其中，ｃａｐａｃｉｔｙ为过剩产能衡量指标，主要包括 “僵尸企业”退出Ｚｅｘｉｔ与企业产能利用率ｈ。

ｃｏｓｔ代表企业生产成本，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有报告成本变量，本文依据会计准则计算得到企
业生产成本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具体方法可参照刘斌等［３１］。ｔｅｃｈ代表行业技术创新。众多研究表
明，通过研发创新与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过剩产能治理，促进企业的持续经营与发展。
与Ｃａｌｄｅｒａ［３５］的方法一致，本文依据企业新产品产值加总得到各行业新产品产值并进行对数化处
理，作为行业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体现企业所面临的技术创新环境。（５）式对应基准回归模型，
即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的回归，在之前的分析中已经完成。表７模型 （１）和 （２）分别对应 （６）
式和 （７）式，即中介变量对基本自变量的回归分析。表７模型 （３）和 （５）对应 （８）式，表７模
型 （４）和 （６）对应 （９）式，即因变量对基本自变量与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表７　中介效应模型

生产成本 技术创新 “僵尸企业”退出 产能利用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环境规制 ０．００９　２＊＊＊ ０．０７３　３＊＊＊ ０．０３４　７＊＊＊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２）

生产成本 ０．０１７　８＊＊＊ ０．０２９　５＊＊＊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００　４）

技术创新 ０．０４４　１＊＊＊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３．６８６　３＊＊＊ １６．０６５　１＊＊＊ ２．０４１　７＊＊＊ １．８３３　７＊＊＊ ０．８１７　０＊＊＊ ０．８７５　０＊＊＊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７　６） （０．０３３　７）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５　２）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ｈｏ值 ０．３１２　１＊＊＊ ０．１８０　７＊＊＊

（０．００３　８） （０．００３　５）

Ｒ２　 ０．４０３　１　 ０．９９３　０　 ０．０３２　６　 ０．０２７　３
观测值 ６４４　５２４　 ６４４　７４９　 １９０　２６７　 １９０　３６７　 ６４４　５２４　 ６４４　７４９

模型 （１）报告了以企业生产成本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模型 （３）和 （５）分别以 “僵尸企业”退出与产能利用
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引入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成本变量。模型 （３）和模型 （５）中环境规制的
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４　７和０．００１　０，且均高度显著，与基准模型系数估计值０．０４４　６和０．００１　５相
比显著下降。此外，企业生产成本的系数为正且在１％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验证了 “遵循成本效
应”是环境规制实现产能治理的重要影响机制。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排污成本与治污成本，部分企
业，特别是 “僵尸企业”，因无法承担环境成本的上升最终退出市场，同时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会缩
减产能投资规模并优化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在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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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２）以行业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
能够提高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模型 （４）和 （６）同样以 “僵尸企业”退出与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
释变量，并加入环境规制与行业技术创新中介变量。模型 （４）和模型 （６）中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
分别为０．０２６　０和０．００１　２，均低于基准模型中的估计值，并且行业技术创新变量系数显著为正。
回归结果支持了 “创新补偿效应”是环境规制影响产能治理的重要机制。一方面，环境规制激励企
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以满足环境标准与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行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将加剧各行
业市场竞争环境，提升环境生产标准，最终加快部分缺乏创新能力并连年亏损的 “僵尸企业”退出
市场。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环境规制可能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两条途径

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最终实现产能治理的目标，即环境规制对产能治理
同时存在 “遵循成本效应”与 “创新补偿效应”，验证了理论机理的分析结论。此外，比较模型
（３）和 （４）中环境规制变量系数与基准模型系数可知，模型 （４）中环境规制系数下降幅度更大，
表明环境规制通过 “遵循成本效应”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的作用小于 “创新补偿效应”，即样本
区间内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提升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加剧 “僵尸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这
一途径，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即 “创新补偿效应”占主导。比较模型 （５）和 （６）可知，
环境规制的系数下降幅度在模型 （５）中更大，即环境规制通过 “创新补偿效应”提升产能利用率
的作用小于 “遵循成本效应”，即样本区间内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缩减产能投资与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即 “遵循成本效应”占主导。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僵尸企业”退出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微观视角，探究了供给侧改革视阈下环境
规制对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提高 “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
概率并且有利于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此外，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强度和不同地区企业存在
差异化影响。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环境规制对产能治理同时存在 “遵循成本效应”与 “创新补偿效
应”。对于加速 “僵尸企业”退出而言，环境规制的 “创新补偿效应”占主导；对于提升企业产能
利用率而言，环境规制的 “遵循成本效应”占主导。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产能治理的双重红利，

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逐步完善和发展环境规制体系，通过环境政策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以
市场机制方式实现过剩产能治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环境保护与产能治理的目标并不冲
突，环境规制政策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能够实现过剩产能治理。第二，强化环境监控能力，实现
“遵循成本效应”在产能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针对企业偷排漏排现象，加大惩治力度，提高企
业违法排污成本，保障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第三，鼓励企业加大研发与创新投入，积极发挥 “创
新补偿效应”在产能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创新机制，实现企业绿色创新与产品升级，使得
企业更好地满足环境标准与消费者的环保需求，最终实现环境保护与产能治理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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